
第九章 战国时期南方兵学文化的兴起
 

南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江汉淮水流域，它受西周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中原礼乐文化持保留乃至批判的态度，是老庄道家文化及其后学黄老思想的大本营。其基本特色是崇尚自然，鄙薄仁义礼治，故为孟子斥责为“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这一文化性格在其兵学思想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所谓“诡诈谲变”的作战指导原则，最早就发轫于南方地区。它的提出乃是对旧军礼“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传统的否定。具体而言，南方兵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究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从自然规律中汲取营养，以求为指导战争提供启示，晦日进兵、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化迂为直等是其最热衷的命题与战争理想境界。诡诈用兵、阴阳变化、刚柔并济是其兵学的基本精神。其中，春秋时期的伍子胥、范蠡的兵学实践，战国时期《鹖冠子》《经法》的理论建树，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它与齐鲁兵学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所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2]，反映的正是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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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鹖冠子》《文子》《黄帝四经》的著录
一、《鹖冠子》的著录与作者

《鹖冠子》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道家类中：“《鹖冠子》一篇。”班固自注中对《鹖冠子》作者有解释：“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颜师古又曰：“以鹖鸟羽为冠。”应劭的《风俗通义》的佚文姓氏讲到“鹖冠氏”时曰：“鹖冠氏，楚贤人，以鹖为冠，因氏焉，鹖冠子著书。”[3]《隋书·经籍志》道家类亦有《鹖冠子》三卷，注曰：“楚之隐人。”《真隐传》亦曰：“鹖冠子，或曰楚人，隐居幽山，衣弊履穿，以鹖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事焉。冯谖常师事之。谖后显赵，鹖冠子惧其荐己也，乃与谖绝。”[4]其中，冯谖就是庞煖。《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均沿袭《隋书》，并无二致。《鹖冠子》一书价值的评定，韩愈在《读〈鹖冠子〉》中颇有肯定之语：“《鹖冠子》十有六篇，其词杂黄老刑名……使其人遇其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5]当然，同时代的柳宗元对其评价就比较低，其在《辨〈鹖冠子〉》中明确指出：“余往来京师，求《鹖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6]而柳宗元对《鹖冠子》的评价影响很大，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均认可这一说法。当然，这仅仅是一方面，同时，有关《鹖冠子》伪书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如，有关其著录与真伪的问题，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指出：“《鹖冠子》，《汉志》止一篇，韩文公所读有十九篇，《四库书目》有三十六篇，逐代增多，何也意者原本无多，余悉后人增入欤。”[7]姚际恒将其列入伪书，近现代的辨伪著作《伪书综考》《续伪书通考》等也将其列入伪书。当然，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对此问题作出了回应。[8]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鹖冠子》的研究也备受冷落。汉唐时期无注，宋代陆佃有《鹖冠子注》，其注释质量并不高，近代的注释和研究亦很少，正如李学勤指出，《鹖冠子》是“先秦诸子中命运最乖舛的一种”[9]。《鹖冠子》重新受到学术界重视的契机正是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唐兰列出马王堆帛书中有与《鹖冠子》相同或类似的文字，李学勤撰文论定《鹖冠子》书不伪，[10]其学派归属为黄老学派无疑。正是在此契机下，黄怀信撰写《鹖冠子校注》一书，并力主《鹖冠子》一书并非伪书。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鹖冠子》是战国晚期阐述黄老学派思想的著作，从全书的文字、思想风格来看，它可能并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论兵的内容在书中占有一定的篇幅，用兵思想集中于《近迭》《度万》《王鈇》《世兵》《兵政》《天权》等篇，集中反映了黄老学派对兵学问题的基本看法。

二、《文子》的著录与辨伪

《汉志》著录《文子》为9篇，入道家类。班固自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11]《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2篇，亦入道家，主要有北魏李暹和唐代徐灵府的注本。宋代学者杜道坚所撰的《文子缵义》12卷，是阐发《文子》主旨与文义的主要著作。

《文子》一书内容混糅，文义扞格之处甚多。《四库全书总目》云：“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词，又互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是其书不出一手，唐人固已言之。”[12]其评价一针见血道出了《文子》的基本特点。正因如此，关于此书的作者及其真伪，历来颇存歧见。北魏李暹将文子和计然比附为—人，我们认为这是缺乏依据的；有的学者认为《文子》当是西汉的作品，不是先秦的著作；有些学者则不疑其伪，如，唐兰就断定《文子》为先秦古籍之一。我们认为，从全书的体例和基本思想倾向来看，其书当为老子后学所辑编，大约成书于战国晚期。由于其书不出于一人之手，后人似又有所增益，所以显得相当杂驳。这也是存世的先秦古籍普遍存在的现象。

《文子》一书杂糅有大量儒、墨、名、法学派的思想内容，但其主旨是本于《老子》的“道”和辩证法思想立说，借《老子》的语言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从总体上看，其书应属于黄老之学的著述，《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其他公私目录书将其归入道家类是正确的。

三、《经法》的发现

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包括不少久已失传的、包括先秦古籍在内的珍贵帛书，约12万多字。在这批帛书中，有写在《老子》乙卷本前面的四种古佚书。它们的名称分别是《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共计11000余字。其中，《经法》由《道法》《国次》《君正》《六分》《四度》《论》《亡论》《论约》《名理》等9篇组成，5000余字；《十大经》由《立命》《观》《五政》《果童》《正乱》《姓争》《雌雄节》《兵容》《成法》《三禁》《本伐》《前道》《行守》《顺道》等14篇组成，4000余字；《称》1篇，1600余字；《道原》1篇，464字。由于《经法》是四种古佚书的第一种，且篇幅较大，内容也比较重要，所以帛书整理小组就以《经法》作为这四种古佚书的总名。[13]

《汉志》道家类著录“《黄帝四经》四篇”，又载“《黄帝君王》十篇”。班固自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14]《隋志》云：“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黄帝》四篇、《老子》两篇，最得深旨。”[15]可见，所谓“黄帝”书与《老子》在先秦、两汉时是相提并论的，同为黄老学派的代表作。遗憾的是，出于各种原因，唐代以后《黄帝四经》等书均已散佚了。

帛书《经法》的出土，使我们有可能对《汉志》《隋志》中所载的“黄帝”书重新开展讨论。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这四种古佚书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书。唐兰则更明确地肯定它们为《黄帝四经》。[16]我们认为，且不论《经法》四篇是否就是《黄帝四经》，但它们属于战国中晚期黄老学派的经典著作当无问题。因为无论从其思想体系看，还是从其中大量的“今天下大争”这类文字内容看，《经法》四篇均具有浓厚的战国黄老思想特征，基本反映了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情景。当然，有些学者据此将其视作汉初的作品，这是缺乏充分的依据的，[17]或者将其视为法家的作品，也是有失偏颇的。[18]

《经法》四篇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兵学思想。它汲取《老子》“道”的本体论观点和朴素辩证法理论，并适应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要求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从而形成新的道家思想理论体系。其兵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十大经》中，同时在《经法》《称》诸篇中亦有所反映。它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老子》以及范蠡的兵学思想，可能与兵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依据《汉书·艺文志·兵家略》的说法，兵阴阳家的特点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而《经法》四篇的许多有关兵学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基调。另外，《经法》兵学思想的又一个特点，是以研究阐述战略思想和策略原则为其兵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具体探讨战术原则问题则相对较少。这也是先秦诸子兵学思想所具有的共同倾向。



第二节 战国黄老学派的兵学思想
一、战国黄老学派兵学略述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中晚期后，随着社会大变革的进一步深化，新制度的完全确立，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自身也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道家内部的分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观点上的差异。以庄子为代表的部分道家，对自己所面临的社会变乱深感绝望，悲观厌世，逃避现实，自我陶醉。他们泯灭善恶是非的界限，认为一切存在全是幻影，主张对什么也不必认真，此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19]，不谴是非，与世沉浮。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庄子等人对兵学问题自然也要抱无所谓的态度了，至多也不过是从崇拜自然、宣扬“无为”的角度，简单指斥否定战争现象本身而已。

但是，并非所有的道家都沿着庄子的足迹前进，当时有许多道家人物，能够正视现实，借鉴汲取其他思想学派的合理内容，积极丰富和发展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体系，从而形成了新的道家理论。这就是战国中晚期勃兴、西汉前期盛行的黄老学派，其中，“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黄老学派自称继承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大体而言，黄老学派的思想家立足于老子思想的主体性，同时兼容并取诸子百家之长，体现出“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20]的思想特色。如，我们所熟知的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对道家理论的总结，其对象实际上就是这部分新型道家。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1]意思是说，（黄老）道家是根据阴阳家有关四时运行顺序的说法，吸收了儒、墨两家的优点，撮取名家、法家的思想精要，主张国家治理应当随着时势的发展而改变，顺应事物的变化，营造良好社会风俗，并能够应用于具体事务，这样就会无所不通，无所不宜，其思想简约扼要，非常容易掌握，在实施中，用力少而功效多。由此可见，黄老道家的思想体系中包含了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乃至名家的一些思想内容，其特征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宗旨则有明确的功利性，即“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不但与同时代的庄子学派有很大不同，也与老子的不少观点不尽一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由消极避世变成了积极入世。应该说这是先秦各家学术思想在对峙前提下长期相互交融贯通的必然结果。

由于黄老道家学派能够在坚持原始道家的某些基本原则基础上，积极面对社会现实，致力于讨论治理之道，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因此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最重大事情——战争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些黄老学者经过认真的考察，提出自己的许多看法和主张。在黄老学派的论著中，其论兵言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与庄子学派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时由于其学说具有兼容博取他家思想的特色，因而其兵学观点中也往往包含有其他诸家的兵学思想内涵，并不以道家兵学观为限，从而呈示出庞杂性和多元性。这是其优点，同时也是其不足。

二、战国黄老学派的战争观

黄老学派诞生的战国晚期，正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最后走向全国统一的前夜。在这种情况下，战国晚期的各家各派都必须对战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黄老学派同样没有例外。而受学术渊源和现实状况的制约，使得其战争观念交织着矛盾，呈现出特殊的风貌。

以老子学说直接继承者面目出现的黄老学派，其对待战争的态度，自然不可避免地力求与老子的观点相吻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非战的倾向。《文子》曾数次提到《老子》“兵者，不祥之器也”这个命题，论定战争是凶器，是逆德，明确指出：“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22]亦曰：“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23]《经法》也持同样的观点，将穷兵黩武看作是君主治理天下的三大祸患之一，“三凶，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纵心欲”[24]。并指出“大杀服民，戮降人，刑无罪，过（祸）皆反自及也”[25]，一定会自取灾祸，自挖坟墓。至于《鹖冠子》，在反对恃强好战、穷兵黩武这一点上，亦丝毫不曾含糊，并认为将战争的胜负和国家实力的强弱简单地加以等同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合实际的，“地大者国实，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见合所不见，盖殆不然”[26]。《鹖冠子》严肃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27]的形而上学观点，其非战的倾向性实乃不言而喻了。

但是，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激烈残酷的客观现实，已无情地击碎了道家追求“小国寡民”生活的种种幻想，迫使当时的道家后学渐渐偏离了老子的一些基本立场，对战争采取了相对比较务实冷静的态度；而当时儒、墨、法诸家有关战争问题的论述，也为其战争观的深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可以汲取的材料。这表现为《经法》等书同时包含有提倡用兵、强调正义战争必要性的不少内容。

战国黄老学派普遍认为战争的发生乃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充分肯定了战争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黄老学者强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兴兵作战，如《经法》明确表示：“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28]认为文武两种手段应并行不悖，不可偏废：“始于文而卒于武，天之道也。”[29]《鹖冠子》也肯定战争的起源乃是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客观属性，指出：“五帝在前，三王在后，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30]他们认为战争的存在本身就是正常的，是历史和社会的现象。因为它并没有改变天地日月的法则，没有搅乱阴阳生死的常规：“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阴阳不乱其气，生死不俯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31]

当然，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看战争的属性是否符合正义。黄老学派重视对战争性质的区分，如《文子》就曾按性质将战争划分为五个类型：“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32]其区分的标准是，凡用兵本于诛伐暴虐、救助弱小的宗旨，则为“义兵”；凡用兵基于抵抗别国侵略兼并的目的，则为“应兵”；为了争执小事，不能克制内心的愤恨而用兵，则为“忿兵”；用兵是为了贪图别国的土地，觊觎他人的财宝，则为“贪兵”；凡凭借自己地广而企图以武力压倒敌国的，则为“骄兵”。《文子》充分肯定前两类战争的意义，而对后三类战争予以坚决的否定。《文子》明确指出：“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33]《文子》将这些原则断定为自然的法则：“此天道也。”《经法》的作者亦把用兵之道分为三类：“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忿者。”[34]将天下的战争分为三种类型，为了利益，为了道义，为了泄愤，并对三种战争后果的可能性进行了推断。

在区分战争性质的基础上，战国黄老学派进一步阐述了从事正义战争的必要性。主张进行具有正义性质的战争，而坚决反对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经法》明确肯定正义战争的价值：“所胃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宵，所胃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35]正义的战争必定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并能够形成“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適”[36]的局面。至于《文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则更为丰富和深刻。它指出社会上有“贪叨多欲之人”，他们“残贼天下”，使得“万民骚动，莫宁其所”。[37]所以需要有圣人起来征伐他们，以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夫畜鱼者，必去其蝙獭；养禽兽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为起也。”[38]因此《文子》积极提倡“存亡平乱，为民除害”的“义战”，指出“所为立君者，以禁暴乱也”。[39]

总之，战国黄老学派对待战争是持既肯定又有所保留的态度的。用黄老学派的话来说，便是《鹖冠子》所言：“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40]也是《十大经》所言：“夫作争者凶，不争亦无成功。”[41]这些论断反映出其慎战与重战并重的思想倾向，这与《司马法》所提出的“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主张，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而与儒家（主要是思孟学派）简单的非战和法家（尤其是商鞅一派）一味主战的偏颇立场划清了界限，可谓是黄老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观察、分析兵学问题上的突出反映。

三、战国黄老学派的战争指导思想

黄老学派在哲学上推崇“天道”，同时不废人事，主张遵循“天常”（天地万物运动规律）从事社会活动，反对过犹不及，以致走向事物的反面。在政治上，它提倡“虚静”的政治原则，主张审核“形名”，强调调整君臣关系，要求缓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王天下”的目的。黄老学派的战争指导思想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其哲学、政治观念。

“存亡平乱，为民除害”的义战既然有其必要，那么如何高明地指导义战，夺取胜利，也就成为黄老学派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论述的中心问题。概括地说，黄老学派的战争指导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以道制胜、政胜为先以及谋略制胜等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以道制胜的思想。

“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因此在战争指导问题上，战国黄老学派很自然地提出了以道制胜的命题，如《文子》曰：“天地之道……不须礼而庄，不用兵而强。”[42]《鹖冠子》亦曰：“兵之胜也，顺之于道。”[43]《十大经》认为人事受“天道”“天时”的制约，“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44]。所以人的各种作为，都要合乎天极——天道的准则或限度，用兵作战，自然也不例外，必须“循道而动”“顺之于道”，即以最高的“道”加以统驭。这就是《鹖冠子》所说的“知一不烦”[45]和“以一度万”[46]。如果懂得了这个“道”（“一”），那么复杂的兵学问题就会变得简单明了了（即“知一不烦”）；因此，便可以用这个“道”来应付千变万化的情况（即“以一度万”）。黄老学派指出，战争指导者一旦把握住“道”的精神实质，那么就可以进入用兵的最高境界：“指天之极，与神同方。类类生成，用一不穷。”[47]他们认为这才是指导战争全局，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前提。

第二，政胜为先的思想。

黄老学派的重要思想特色之一，就是其善于在立足“道”这个最高法则的基础上，重视对其他学派合理成分的兼容并取，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政胜为先”就是其战争指导思想中的逻辑命题之一。黄老学派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先为不可胜之政”[48]。即首先要修明政治，争取人心，赢得广大民众对战争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宾服诸侯，一统天下。《文子》云：“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怀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宾服也。”[49]讲的就是这一层意思。可见，所谓的“先胜”就是“政胜”；而“政胜”的核心，则是“德胜”。

在战国黄老学派的眼中，德胜的第一要义是争取民心，谋求人和，用《鹖冠子》的话说，便是“合之于人”[50]。它认为地广民众，甲坚兵锐，“行仁义，布德施惠”，方可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群臣同力”，从而达到“诸侯服其威，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折冲千里之外，发号行令而天下响应”[51]的效果，这是“义战”的最上乘境界。这表明黄老学派已清楚地意识到民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征者，民死节”[52]。在此基础上，它提出了“兵者，礼义忠信也”[53]这一命题，强调指出战争如能基于民众的利益，就必然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如果是为了个人私欲而开战，就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对：“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54]应该说这一观点是以民为本的时代思潮在当时兵书撰著中的突出反映。

从“顺民心”的基本立场出发，黄老学派主张妥善做好各方面的战争准备。如《鹖冠子》提出的先人先兵的思想，最大程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庞煖与鹖冠子的对话中，明确其“先人”“先兵”的观念：“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55]在《经法》中，设计了一个用七年时间修明内政而后进行征伐的具体步骤，“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如此则可立于不败之地，“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56]可见，黄老学派所主张的“政胜”，还包括了顺民俗、选贤能、用刑政、省赋敛、阜民财等诸多内容，全面而具体，表现出黄老学派善于汲取诸子百家思想并加以融会贯通的特色。



黄老学派还认为，要做好战争准备，还必须注意克服自身的种种不足。如《经法》就提倡“毋土敝，毋故埶，毋党别”[57]，意思是不要耽误农耕，不要制造磨擦，不要结党营私，认为如果治理者治理不善，耽误农耕，上天就会降给战祸；制造内部磨擦的，人员就会流失四方；分成派别的，就会招来内忧外患夹攻。这样黄老学派乃从正面论证了加强战备的重要性，把内部团结、农耕发展视作“政胜”的重要环节。

通过层层剥笋似的阐述论证，黄老学派最终提出了“兵之胜败皆在于政”[58]这一重要命题，集中体现了其战争指导思想的精髓。应该说，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因为在当时那种“竞于气力”的社会环境中，许多统治者虽能够致力于富国强兵，但却忽视了政治文明的建设；而像法家等学派也是只讲求功利，仅仅简单地鄙视德政的价值和作用。黄老学派注意避免类似的思想误区，不可谓不高明。而其战争指导思想之所以能进入较高的层次，乃是新型道家思想体系的开放性质所造就的。这就是它在充分肯定和继承老子思想体系的主导意义的同时，充分汲取儒家德治教化思想和仁义礼乐，从而使得其思想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和合理性。

第三，重视谋略制胜的思想。

自从孙子总结战争实践经验，明确提出“上兵伐谋”的精辟观点以后，兵学家们都普遍注意在自己的著述中阐述发挥谋略制胜的思想。战国黄老学派也同样非常强调进行庙算，以谋胜敌。如，《鹖冠子》就鲜明提倡：“工者贵无与争。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59]对“用计谋”“因人事”“战克”的特点和方法，《鹖冠子》也做了充分的阐述。如，就用计谋而言，它提倡用各种方法来迷惑敌国的君主，使其变更本国的风俗，变得骄奢淫逸，肆意妄为，正所谓“爱人而与，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释罪，怒则妄杀”[60]，让敌人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如此便可以“不战而胜”，实现最佳的战略目的。至于《文子》，更将庙战与“天道”结合在一起，指出：“庙战者帝，神化者王，庙战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时。”[61]这表明战国黄老学派对前人“上兵伐谋”的思想精华，既有继承，又有本于自己主体思想的发展和深化。

老子主张贵柔守雌，亟言“不争而善胜”[62]“柔弱胜刚强”[63]，战国黄老学派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老子的这一思想，在作战指导问题上一致强调先计后战，以退为进，以谋略制敌，以阴柔取胜，构成了系统的以柔弱胜刚强为特色的战略战术思想体系。

第一，贵守雌节，后发制人的思想。

黄老学派认为，用兵的精义在于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指导作战，要做到神出鬼没，无迹可求。而要达到“成功遂事，莫知其状”[64]这种理想境界，关键在于作战指导上贵守雌节，后发制人，以争取稳妥的胜利。《文子》等书的作者强调：“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65]指出凡是能成就王霸大业，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一定是道德上占优势的人，而所谓道德优胜，指的就是能以柔弱为本：“自得者，必柔弱者也。”[66]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67]这种柔弱胜刚强的战略观，反映在具体策略上便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善守雌节，做到“弗敢以先人”，《经法》的作者认为在战争中“先者恒凶，后者恒吉”[68]，指出凡用“雄节”，必然是“以守不宁”“以战不克”；反之，善守“雌节”者，则是“以守则宁，以作事则成，以求则得，以战则克”[69]。所以必须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70]的方针。

至于贵柔守雌、后发制人的具体措施，战国黄老学派也有充分的阐述，其荦荦大端约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安徐正静，柔节先定”[71]，不轻举妄动，主动将自己摆在弱者的位置。其次，“立于不敢，行于不能。单（战）视（示）不敢，明执不能”[72]，故意示敌以弱，诱使敌人放松警惕和戒备，暴露破绽，为我方伺机破敌创造条件。再次，“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73]，逐渐发展自己的力量，想方设法削弱敌人的力量，完成敌我强弱态势的转变，乘敌人盛极而衰之际发起进攻，加以聚歼，这就是所谓“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故费不半而功十倍”[74]的奥秘所在。最后，随时注意情况的变化，见利思害，见好就收，凡事留有余地，以免物极则反：“功遂身退，天之道也。”[75]

第二，推崇权变，提倡任势。

在遵循贵守雌节、后发制人这一总的指导原则的前提下，战国黄老学派在作战指导上也推崇权变，提倡任势。这方面以《鹖冠子》的论述最为精辟。《鹖冠子》更加注重权变，认为“胜道不一”[76]，因此主张在军事活动中积极做到灵活、多变，以争取主动，赢得胜利。至于巧妙“权变”的关键，《鹖冠子》认为就是清醒认识和牢牢把握有利的作战时机：“不倍时而弃利。”[77]指出如能做到这一点，便算是真正懂得和掌握了“道”，即作战指导的基本规律：“知时者与道证，弗知者危神明。”[78]如此便可以从容应付任何情况，立于不败之地了：“士不折北，兵不困穷……乘流以逝，与道翱翔。”[79]

第三，注重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张“兵以势胜”。

所谓“势”，就是指有利的态势。黄老学派十分注重利用有利的态势。《鹖冠子》指出“在势，故用兵有过胜”[80]，主张“兵以势胜”[81]。其认为物各有性，五行相生相克，所以必须根据战争活动自身规律和特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造势任势，战胜攻取。黄老学派进而具体论述了造就有利态势的种种方法。首先，要“齐过进退，参之天地，出实触虚”[82]，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薄弱之处，置敌人于被动挨打的窘境。其次，要“发如镞矢，动如雷霆。暴疾捣虚，殷若坏墙。执急节短，用不缦缦”[83]。主张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兵贵神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最后，要“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趋吾所时，援吾所胜”[84]，即扬己之长，避己之短，致人而不致于人，牢牢控制战场主动权，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隙。他们认为如能做到这几点，己方便拥有了有利的作战态势，可以无往而不胜了。这种积极的作战指导思想，显然是汲取了先秦兵家思想精华的结果，而与老庄为代表的传统道家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具有历史进步性。

综上所述，战国黄老学派的兵学思想是相当丰富且具有特色的。它充分汲取了战国时期其他学派有关兵学问题理性认识的长处，系统构筑起自己的兵学思想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黄老学派对战争的态度，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认识，比较客观全面，具有一定的辩证色彩。如，《十大经》提出“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以及“刑德相养”[85]等观点，就比战争万能论或德化至上论都要显得高明。另外，如其“柔弱胜刚强”，后发制人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成为弱方抗衡强敌，最终夺取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

当然，战国黄老学派的兵学思想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将守雌贵柔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一概否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的必要性，这就陷入了认识论上的偏颇，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其次，较多地掺杂了阴阳五行说的内容，如侈谈什么“阵以五行，战以五音”[86]，试图借助鬼神的力量取得胜利，影响到对兵学规律探讨的深度。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如同黄老学派整个思想体系一样，其兵学思想较多沿袭其他学派的观点，无论是其战争观还是战争指导思想都存在着较明显的折中调和倾向，创新特色相对缺乏，从而影响到其理论的纯正性质。这也使得其不少论述流于肤浅，缺乏深度。对战国黄老学派兵学思想的这些不足之处，我们今天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指出，这才是严肃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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